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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土弁设置与管理制度调适

卢树鑫

　 　 〔摘要〕 　 清代的土弁职衔设置ꎬ 专指雍正改土归流之后按照绿营弁衔在四川、 云南、 贵

州等地设置的土守备、 土千总、 土把总、 土外委等武职ꎮ 程序上ꎬ 土弁应系经中央政府批准

后ꎬ 由督抚佥给委牌委任ꎬ 而非由中央政府颁给印信、 号纸进行直接任命ꎻ 隶属关系上ꎬ 土弁

始终归地方流官管辖ꎬ 并与流官形成 “流土并治” 格局ꎮ 因此ꎬ 清代土弁制度是独立于传统

土司制度之外的一套新的边疆管理体制ꎮ 概言之ꎬ 清廷不仅因地制宜、 因俗而治地进行土弁设

置ꎬ 更因时制宜地确立土弁的承袭章程并裁汰地方官擅设的土弁ꎬ 从而在制度规范与运作实践

上对边疆管理体制进行调整ꎬ 以适应边疆治理形势的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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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ꎬ 在西方和美国史学界的中国西南边疆研究中ꎬ 王朝国家的建构与土司制度在西南地区的变

迁是最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ꎮ 西方学界新近对土司制度的研究ꎬ 提倡以能动的观念来重新检视传统时期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ꎬ 从 “基层” 的视角强调一种方法论的更新ꎬ 即立足于土司制度与地方的构建过程

来检讨ꎬ 而非局限于王朝国家 “大一统” 格局的创制为着眼点ꎮ①但这样一种发端于西方学界的史观ꎬ
将中国边疆变成了一种基于西方经验而发的想象ꎬ 以殖民化的观点解读传统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

治理、 经营与开发ꎬ 特别是将中国的土司制度等同于西方列强所从事的海外殖民活动ꎬ 从而误读乃至曲

解了历史ꎮ 中国学人理当做出必要回应ꎬ 澄清土司制度与西方殖民活动的区别ꎮ②

无独有偶ꎬ 近年来ꎬ 中国学界对于土司问题的研究ꎬ 在积累了丰硕成果的基础上ꎬ 亦有渐成热点之

势ꎬ 由此也带来了土司制度研究泛化的问题ꎮ③更不幸的是ꎬ 某些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偏

颇ꎬ 无意中迎合了西方学人的治史潮流ꎬ 而有违中国土司制度的本质ꎬ 并毒害中国史学的务实传统ꎮ 中国

学人理应处理好历史与现实、 学术与政治两者之间的关系ꎬ 让土司制度研究回归其研究本意ꎮ④

土司制度历经元代的初建ꎬ 明代的发展ꎬ 至清代逐渐走向衰落ꎬ 这是学界的基本共识ꎮ⑤值得注意

的是ꎬ 清代从初期保留土司制度ꎬ 到雍正时期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而废除大批土司ꎬ 并对土司制度进一步

改造、 完善ꎬ 逐步加强了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ꎮ 这折射出土司制度在清代的发展ꎬ 与元、 明时期有所

不同ꎬ 更有 “前明初创之土司制度ꎬ 至清而其内容完全变质” 之谓ꎮ⑥更进一步地说ꎬ 从土司制度发展

的全过程看ꎬ 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是土司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转折点ꎮ 清代土司制度的一系列新变化、
新特点大都是在改土归流的酝酿、 实施及善后中形成的ꎬ 反映了清统治者对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的加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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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土司制度所发生的变化ꎬ 是一个日益受到关注但仍待进一步深入拓展的研究议题ꎮ
以往的研究指出ꎬ 清代土司职衔品级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土弁职衔的设置ꎬ 并专指雍正改土归流之后

按照绿营职衔设置的土守备、 土千总、 土把总、 土外委等武职ꎮ⑦学界对于土弁的认知ꎬ 经历过几个阶

段的不同变化: 第一ꎬ 土弁与土司实同而名异而已ꎬ 同于武职土司ꎬ 官得世袭ꎮ⑧第二ꎬ 土弁初皆世袭ꎬ
后改拔补ꎬ 不准世袭ꎮ 这方面ꎬ 李世愉先生的观点具有代表性ꎬ 他认为ꎬ 新设土弁均准令世袭并归地方

长官管辖ꎻ 但因为存在不管理村寨和不世袭的土弁ꎬ 因此土弁实际上是作为一种 “土职缺”ꎬ 即为当地

少数民族设置的官缺ꎬ 由地方长官任命ꎬ 只是任职期限与流官不同ꎬ 除特殊情况 (如有过失或年老有

疾) 外ꎬ 一般是终身制ꎮ 故此ꎬ 土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土司”ꎬ 称 “土司” 名不副实ꎮ⑨第三ꎬ 土弁

并非土司ꎬ 而是一种职役ꎬ 类似于内地基层社会的乡约、 保长ꎮ 清代贵州 “新疆六厅” 的土弁设置ꎬ
乃是地方官府的委派而非中央政府授职ꎬ 虽可终身担任ꎬ 但不能世袭ꎮ⑩事实上ꎬ 对于土弁的认知存在

不同的结论ꎬ 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土弁在不同地区的设立存在着区域性差异ꎬ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缺乏系统

性、 历时性地梳理土弁设立的史实、 运作实践及其演变ꎮ 这提醒研究者ꎬ 需进一步从整体史观上对于土

弁制度的形成、 确立过程ꎬ 以及清王朝的边疆治理策略与治理实践作探析ꎮ
本文综合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台北 “故宫博物院” 所藏清代未刊档案ꎬ 以及清实录等第一手资

料ꎬ 从分析清初以来土司制度的变化入手ꎬ 勾勒出清代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历史背景ꎬ 在此基础上从土弁

授职的个案、 过程梳理出清代土弁设立的实质ꎬ 进而呈现清政府对于土弁承袭章程的订立和裁汰地方官府

违例擅设的土弁ꎬ 并由土弁制度的调适与外延等多个层面揭示清政府对于西南边疆治理思路的变化ꎮ

二、 边疆内地一体化治理下的清代土弁设立

清初以降ꎬ 清廷在平定、 开发、 治理西南边疆的过程中ꎬ 对率众归附或立有军功的少数民族头目ꎬ
酌情赏授守备、 千总、 把总等绿营职衔ꎮ 如康熙朝在平定 “三藩之乱” 期间ꎬ 贵州一些土舍、 土目随

军征讨ꎬ 立有军功ꎬ 清廷酌量赏授土守备、 土千总、 土把总等职ꎮ􀃊􀁉􀁓其次ꎬ 至雍正朝改土归流和开辟黔

东南苗疆期间ꎬ 在多民族混居、 流官不易管理的偏僻地区ꎬ 清廷因地制宜ꎬ 对立有军功的少数民族头

目ꎬ 同样授予土弁职衔ꎬ 令其管理地方ꎬ 统归地方流官管辖ꎮ
清代土弁的设置是在边疆内地一体化治理与 “流土并治” 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ꎮ 事实上ꎬ 清初以

来在王朝国家的疆域内ꎬ 仍然存在着并未真正纳入王朝控制体系或官府控制相对薄弱的区域ꎮ 这些区

域ꎬ 是不同于地理空间意义上王朝政治疆域边境地带的 “外在边疆” 的 “内在边疆”ꎮ􀃊􀁉􀁔因此ꎬ 在王朝国

家开辟、 建立统治之前ꎬ 常称呼这些边缘地区为 “化外之地”ꎬ 至开辟、 纳入王朝国家的版图后则常称

其为 “新疆”ꎬ 亦即 “新开辟的疆土”ꎮ 清代对 “化外之地” 的开发ꎬ 较有代表性的当属对黔东南苗疆

的开辟ꎮ􀃊􀁉􀁕需要注意的是ꎬ 对这些新开辟疆土的治理ꎬ 清王朝并未委任世袭土司进行管理ꎬ 而是直接设

立流官进行管辖ꎮ 这是在加强边疆管控ꎬ 强调边疆内地一体化治理的态势下ꎬ 对土司政治的舍弃ꎮ 实际

上ꎬ 清代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和控制比历代都要严格ꎬ 其治边的总原则是 “因地制宜” “因俗而治”ꎬ 即

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ꎬ 采取不同的治理办法ꎮ 但另一方面ꎬ 从土司制度的发展历史看ꎬ 明代中后

期ꎬ 土司制度的弊病已充分暴露出来ꎬ 特别是它的割据性ꎬ 已经不适应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需要ꎮ
再者ꎬ 清前期中央王朝形成的边疆政策ꎬ 其核心是促进边疆地区与内地的一体化ꎮ 因此ꎬ 控制土司势力

的发展ꎬ 是清初以来中央王朝加强边疆治理的一个重要任务ꎮ 雍正朝在云南、 贵州、 广西、 四川等西南

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ꎬ 便是强化边疆治理影响之下的产物ꎮ􀃊􀁉􀁖

再者ꎬ 从制度层面强化对土司的控制ꎬ 规范各土司之间的关系ꎬ 是清政府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一个

重要策略ꎮ 一方面ꎬ 清代中央政府通过 “流土并治” 与分别流土考成两项措施ꎬ 加强对存留土司的管

控与削弱ꎮ 所谓流土并治ꎬ 是指在土司管辖的地区内设置流官ꎬ 使流官与土司共同管理地方ꎮ 这是清政

府派流官监控土司ꎬ 防止土司恣意妄为、 营私舞弊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ꎮ 流土分别考成ꎬ 则实为对土

司的考成ꎮ 考成ꎬ 即对官员的考核ꎮ 清代对官员的考核ꎬ 京官称 “京察”ꎬ 外官称 “大计”ꎮ 大计每三

年一行ꎬ 对土司ꎬ 清代亦有仿流官行 “三年大计” 之例ꎬ 后因土司与流官不同ꎬ 至乾隆初年宣布停止

对土司的三年大计ꎮ 另一方面ꎬ 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ꎬ 清政府进一步规范对土司的考成ꎬ 给土司增加了

新的责任和义务ꎬ 即必须同流官一样保证地方的安宁ꎮ 这两项措施的施行ꎬ 保证了清政府对边疆少数民

族地区的有效统治ꎬ 同时反映出清代土司制度在元明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ꎮ􀃊􀁉􀁗在此基础上ꎬ 流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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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治 (或又称 “土流并治” “土流参用”) 是土司制度推行中的常态ꎮ􀃊􀁉􀁘

此外ꎬ 清政府试图利用土司社会内部所出现的秩序松动ꎬ 将国家的意志延伸到土司社会内部ꎬ 从而

达到掌控边疆社会的目的ꎮ 元代以来ꎬ 土司作为世袭职官ꎬ 须对王朝国家承担交贡、 纳赋和管理土民、
土兵征调的义务ꎮ 相应的ꎬ 中央王朝亦赋予其相关的权力ꎬ 包括在其世袭领地内征收赋税、 管理治安等

等职权ꎮ 这在元明时代ꎬ 乃至清初应当都是如此ꎮ 清初以来ꎬ 特别是改土归流后ꎬ 对于保留的土司ꎬ 因

在该地已经设置了流官州县ꎬ 原土司征收钱粮、 编派夫役和受理词讼的权力则过渡或归属于流官ꎬ 并要

求土司及其附属不得再加干预ꎮ 显然ꎬ 这既是清政府对贪劣土司的惩罚与限制ꎬ 又显示出在总体层面对

土司加强管控、 限制之势ꎮ
不仅如此ꎬ 在清代的流土并治态势之下ꎬ 土司政权对辖下土著居民有管辖之责ꎬ 但并不代表着身处

其中的土著人群即服膺土司政治的威权ꎮ 这既是土司政治的威权走向衰落的表现ꎬ 也是民间社会力量逐

渐壮大之后对改善自身地位的诉求体现ꎮ 从现存的民间碑刻等材料呈现的信息来看ꎬ 在雍正朝大规模改

土归流之前ꎬ 西南边疆的土著居民便曾持续地对土司的威权发起挑战ꎮ
如ꎬ 康熙朝中后期黔东南地区的土著居民曾持续抗争土司的征粮、 苛索ꎮ 康熙朝初期ꎬ 贵州地方当局

即已规定土司只许进行治安缉查ꎬ 不许干预流官政府经理的刑名、 钱粮事项ꎮ 康熙三十九年 (１７００)ꎬ 黔

东南黎平府属民人欧齐苏等呈控潭溪司、 龙里司、 亮寨司、 欧阳司、 中林司、 新化司、 八舟司等长官司贪

虐ꎬ 需索无度ꎬ 经时任贵州巡抚王燕􀃊􀁉􀁙批准ꎬ 嗣后民粮归府完纳ꎮ 然而ꎬ 此后数年间不肖土司仍借端苛索ꎮ
康熙五十六年 (１７１７)ꎬ 黎平府属民人呈控ꎬ 要求赴府纳粮ꎬ 并且对土司干预词讼进行控告ꎮ 该案经由贵

州巡抚白潢批示ꎬ 要求黎平府对民人所控土司苛索之事进行查报ꎬ 并对民人控告土司干预词讼一事ꎬ 饬令

黎平府 “严饬土司ꎬ 止许缉查匪类ꎬ 不许干预民词、 私征钱粮、 勒折浮收情弊ꎮ 勒石示禁ꎬ 以安民生者

也”ꎮ 黎平府知府姚启查报后禀称 “土司索派各情ꎬ 均无实据ꎮ 士民之意不过欲赴府领给粮单ꎬ 以免土司

之需索耳ꎮ 夫粮已归府ꎬ 而仍责以批解ꎬ 不肖土司借以苛索ꎬ 情之所有ꎬ 总审无实据ꎮ 而民之控岂尽于

虚? 今请宪台不许土司苛虐、 派累苗民外ꎬ 其各寨民粮ꎬ 俱令造报 ‘花名清册’ꎬ 以绝隐漏ꎮ 该府给发由

单ꎬ 使民自封投柜ꎬ 印给串票为凭ꎬ 以绝苛索、 包揽ꎮ 则土司不能苛索ꎬ 而差棍无由浸 〔侵〕 渔ꎮ” 白潢

阅后ꎬ 批示: “如详ꎬ 饬行遵照ꎮ 倘该土司故违苛索ꎬ 即行揭报ꎬ 以凭参处ꎮ 至归府地方钱粮ꎬ 如有土司

差棍包揽ꎬ 该府务须照例究治ꎬ 勿使苗民出汤火而复罹汤火也”ꎮ􀃊􀁉􀁚可见ꎬ 贵州地方当局已经对土司的职权

进行了限制ꎬ 只保留其治安缉查的职能ꎬ 取消其钱粮征收和词讼受理的权力ꎮ
此案所形成的定例对贵州省辖内各类土职一体适用ꎮ 乾隆年间ꎬ 黎平府属古州司杨泽远滥差ꎬ 贵州

巡抚题请将其参处ꎬ 革去土职ꎬ 题本中称: “窃照土司之设ꎬ 原为抚绥苗寨ꎬ 催科缉捕ꎬ 自其专责ꎮ 凡

地方讼事ꎬ 例禁擅受ꎮ”􀃊􀁉􀁛道光年间ꎬ 黎平府属龙里长官司杨元复行勒折浮收ꎬ 亦遭所属苗民杨昌隆等控

告ꎮ 黎平府知府依据此前的定例ꎬ 对杨元进行批饬ꎮ 最终杨元出具甘结ꎬ 称龙里长官司所属各寨钱粮ꎬ
历蒙恩判ꎬ 任凭苗民自行赴府完纳ꎬ 龙里司不得讼塞ꎬ 自取罪累ꎮ 据此ꎬ 当地苗民勒石记录ꎬ 以防不肖

土司翻悔ꎬ 再行苛索ꎮ 当中更提及道光八年 (１８２８) 贵西道周廷绶禀请贵州巡抚嵩溥严禁各属土司、
土目、 土弁派累、 庇纵、 私刑情弊ꎬ 其言称 “查土司、 土目、 土弁等ꎬ 原为约束苗众ꎬ 稽查奸宄而设ꎬ
至于钱粮、 夫马、 差役以及苗民词讼事件ꎬ 俱归地方官经理ꎬ 土司、 土目、 土弁不得干预”ꎮ􀃊􀁊􀁒清代贵州

地方当局始终在制度规范与职权范围等多个方面对于贵州行省内的土司、 土目、 土弁等一系列土职加以

限制ꎮ 且至少在清代贵州行省之内ꎬ 土弁与土司、 土目均为基于治安稽查的目的而设立或保留ꎬ 已失去

了世袭职官的行政、 司法等诸多权力ꎮ 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ꎬ 由于历史、 语言、 文化等因素的隔膜ꎬ
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进行的国家化建设并没有预想中顺利ꎬ 因而 “流土并治” 格局长期延续ꎮ

由此ꎬ 笔者认为ꎬ 对于清代土弁的设置及其实质的认知ꎬ 需置于清初以来边疆治理思路发生转变的大

框架中去理解ꎮ 虽然清政府在西南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之余ꎬ “因地制宜” “因俗而治” 地保留了部

分土司ꎬ 以及在特定地区新设了土弁ꎬ 但土弁的身份及中央政府赋予其的职能ꎬ 与世袭土司已大不相同ꎮ

三、 清初以降赏授土弁虚衔的过程与实质

如前文所述ꎬ 清代贵州的土弁在设立之初即已对其职权进行了规范与约束ꎮ 实际上ꎬ 同时期在四

川、 云南等地赏授土弁职衔时亦是如此ꎮ 清中央政府始终审慎地处理土弁的承袭ꎮ
如雍正六年 (１７２８) 四川凉山雷波千万贯土千总职衔的颁授ꎮ 元至元十三年 (１２７６) 置雷波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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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ꎬ 明仍其旧ꎮ 清康熙四十三年 (１７０４)ꎬ 授雷波千万贯正长官司ꎬ 颁给印信、 号纸ꎬ 住牧千万贯ꎮ 雍

正六年ꎬ 云南米贴夷妇陆氏戕害云南官兵ꎬ 诱附近结觉、 阿路等夷人作乱ꎬ 雷波正长官司杨明义助逆ꎬ
四川提督黄廷桂率军荡平之ꎮ 事后ꎬ 清廷将杨明义革职ꎬ 追缴印信、 号纸ꎬ 不准承袭ꎬ 并将其地改土归

流ꎬ 置雷波卫ꎮ􀃊􀁊􀁓然杨明义继母沙氏恭顺ꎬ 率同幼子杨明忠随师引道ꎬ 拴获逆酋ꎬ 著有劳绩ꎮ 善后ꎬ 经

黄廷桂奏请ꎬ 雍正七年 (１７２９) 和硕亲王允祥会同兵部议准ꎬ 将沙氏安插千万贯一带住牧ꎬ 量委土千

总职衔ꎬ 将千万、 谷堆、 鱼红、 天喜、 哈都鲁等处夷众ꎬ 责成沙氏严加约束ꎬ 毋许滋事ꎮ 如有盗窃、 不

法奸徒ꎬ 勒令沙氏查拿、 解送ꎮ 雍正皇帝俞允ꎮ 这是千万贯土千总授职的始末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兵部议给予沙氏土千总职衔时ꎬ 同时声明: 其所生幼子杨明忠ꎬ 暂交马边营经管ꎬ
教之礼法ꎬ 俟其长成ꎬ 应否代伊母管理地方之处ꎬ 另行奏请ꎮ 显然ꎬ 此举意味着并未准许杨明忠日后直

接承袭伊母沙氏土千总职衔ꎮ 乾隆十一年 (１７４６)ꎬ 沙氏病故ꎮ 经雷波卫守备李文彪详请ꎬ 认为千万、
谷堆、 凉山等处ꎬ 俱属生番ꎬ 野性难驯ꎬ 又距流官所管地方窎远ꎬ 遇有盗贼、 人命、 奸拐等事ꎬ 内地丁

役不能深入ꎬ 必须土司头目方能拿解ꎮ 而该地自沙氏管辖以来ꎬ 颇称安靖ꎬ 现杨明忠年已长成ꎬ 为夷众

悦服ꎬ 应令其接管伊母地方ꎬ 于夷疆有益ꎮ 此后ꎬ 由川陕总督张广泗咨文兵部ꎬ 部议后同意张广泗的奏

请: 杨明忠照依原议ꎬ 准其委以千总职衔ꎬ 令其管理地方ꎬ 并行令该督等取具杨明忠宗图册结ꎬ 送部备

查ꎮ 乾隆皇帝朱批: 依议ꎬ 俞允杨明忠承袭雷波卫属千万贯土千总ꎮ􀃊􀁊􀁕

从以上档案的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清中央政府在颁授土弁职衔时的审慎态度ꎮ 基于这样的态度ꎬ 清

廷并没有像敕封土司般赋予土弁 “世掌其土、 世有其民” 的职权ꎬ 而只令其承担起所辖村寨的治安缉

查职能而已ꎮ 因此ꎬ 这一土千总职衔ꎬ 实际乃一虚衔而已ꎮ
杨明忠之后ꎬ 千万贯土千总之职的承袭情况ꎬ 据光绪 «叙州府志» 载ꎬ “明忠传子阿弼ꎬ 阿弼传子

吉趣ꎮ 二十四年ꎬ 吉趣病故ꎮ 子纯武、 继武ꎬ 均年幼ꎬ 不能任事ꎬ 咨准吉趣妻杨国氏护理土务ꎮ 四十八

年ꎬ 纯武病故ꎮ 子杨成ꎬ 年仅三岁ꎬ 仍以杨国氏护理ꎮ 嘉庆二年ꎮ 杨国氏病故ꎬ 杨成承袭ꎮ 成传子应

泷ꎬ 应泷传子荣耀ꎮ 荣耀病故ꎬ 无子ꎬ 以族人杨文承袭ꎮ 文子杨石金ꎬ 精明武勇ꎬ 能伏诸夷ꎮ 咸丰十一

年ꎬ 随同官兵征剿滇匪ꎬ 奏赏五品顶戴ꎮ 同治二年ꎬ 随官兵攻克横江双龙场股匪ꎬ 在事出力”ꎮ􀃊􀁊􀁖可见ꎬ
杨明忠的后裔累传至杨荣耀后ꎬ 因无子而由族人杨文承袭ꎬ 杨文再传至其子杨石金ꎮ 因此ꎬ 杨石金是以

杨明忠后裔族人的身份ꎬ 承袭千万贯土千总之职ꎮ 同治五年 (１８６６)ꎬ 四川总督崇实从边疆治理的实际

需要出发ꎬ 认为土千总的虚衔不足以弹压、 约束边夷ꎬ 奏请赏还雷波厅属土千总杨石金之正长官司原

职ꎮ 最终ꎬ 同治皇帝同意了崇实的奏请ꎬ 俞允赏还杨石金千万贯正长官司原职ꎬ 并颁发印信、 号纸ꎬ 以

示鼓励ꎮ􀃊􀁊􀁗据此不难发现ꎬ 尽管时人习惯将土千总等土弁称为土司ꎬ 但土弁与土司诚属不同ꎮ 土弁实际

上是以类似地方流官衙门职役的身份ꎬ 在流官的统辖之下协助治理边疆ꎮ 除了前文所述这一职衔本身只

是虚衔ꎬ 以及土弁的相关职权受到限制外ꎬ 土弁授职、 委任的凭证与权力象征的信物ꎬ 亦与作为职官的

土司不同ꎮ 以下清政府于雍正年间在云南普洱府的土弁设置ꎬ 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ꎮ
清代ꎬ 普洱府位于云南边境ꎬ 与老挝、 缅甸交界ꎬ 其地原为车里宣慰司所辖ꎮ 雍正七年改土归流ꎬ

以澜沧江为界ꎬ 清廷分车里宣慰司原所辖江内六版纳地ꎬ 置普洱府ꎬ 隶属云南省ꎬ 江外六版纳仍属车里

宣慰司ꎮ 澜沧江内外这十二版纳ꎬ 即傣语所称呼的西双版纳ꎬ 为普藤、 猛旺、 整董、 猛乌、 乌得、 猛

腊、 猛阿、 猛遮、 猛笼、 倚邦、 易武、 六困ꎬ 加上车里ꎬ 汉文献又常称为十三版纳 (或除车里外称十

二猛)ꎮ􀃊􀁊􀁘这十二猛的首领ꎬ 因参与平定夷人之乱有功ꎬ 在雍正十三年 (１７３５) 十月ꎬ 由云贵总督尹继善

上奏ꎬ 经兵部议准给予土守备、 土千总、 土把总等土弁职衔ꎮ
普洱府辖下十二土弁的设立ꎬ 乃对原车里宣慰司辖下土目的封赏ꎮ 尹继善曾专门就赏授土弁职衔这

一做法ꎬ 可能造成中央政府对当地改流不彻底产生的误解做出解释ꎮ 他指出ꎬ “普洱地方辽阔ꎬ 宜慎选

土弁管束ꎬ 以专责成也ꎮ 民人错居ꎬ 皆有乡保约束ꎬ 夷倮杂处ꎬ 务须土目稽察ꎮ 内地之土目ꎬ 必当削其

事权ꎬ 而边境之土目ꎬ 又必使有专责􀆺􀆺至江内之六版纳及茶山、 整董、 乌得、 白马山、 六困一带ꎬ 幅

员辽阔ꎬ 山深箐大ꎬ 且烟瘴甚盛ꎬ 既不能处处设兵ꎬ 在在置官ꎬ 若不令土目分管ꎬ 漫无责成ꎬ 地方难以

宁谧ꎮ 今通盘筹画ꎬ 除猛乌、 易武、 小猛养旧有土弁召匾、 乍虎、 叭千无容另议外ꎬ 查普藤土千总刀猛

比深明大义ꎬ 始终效顺ꎬ 随师搜剿ꎬ 历著勤劳ꎬ 应赏以土守备职衔􀆺􀆺此并非以久经归流之地而反责成

土目ꎬ 盖地方总系流官管辖ꎬ 土目不过分查地方ꎬ 惟以土目管土人ꎬ 仍以流官管土目ꎬ 庶穷山僻壤ꎬ 瘴

疠险阻之区ꎬ 莫不各有责成ꎬ 各有约束ꎬ 地方文武ꎬ 止须提纲挈领ꎬ 弹压抚绥ꎬ 则事不烦而民不扰ꎬ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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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治理边夷之要道也ꎮ”􀃊􀁊􀁙可见ꎬ 尹继善奏请赏授车里宣慰司辖下的土目以土守备等土弁职衔ꎬ 系因新设

地方流官不易管理夷倮杂处的普洱地区ꎬ 仍要保留土目 “以夷治夷”ꎮ 但正如李世愉先生的研究所揭示

的ꎬ 这些土目已不再是土司的佐治之官ꎬ 其地位和作用已今非昔比ꎮ􀃊􀁊􀁚在此基础上ꎬ 笔者认为ꎬ 即便清

政府封赏这些土目以土弁职衔ꎬ 仍是以内地基层社会的乡约、 保甲视之ꎬ 将其归于地方流官管辖ꎮ
由前述沙氏获授土千总职衔并沙氏病故后其子杨明忠承袭的过程可见ꎬ 土弁职衔的赏授与承袭ꎬ 一

般先由地方流官禀告ꎬ 经所管督抚等核议无误后上奏皇帝ꎬ 皇帝批令兵部核议ꎬ 经兵部议准后题请ꎬ 皇

帝俞允后ꎬ 授予土弁职衔ꎮ 正如我们接下来即将看到的ꎬ 清中央政府对任命授职的土弁亦不颁发印信、
号纸ꎬ 而是由督抚佥给委牌ꎬ 遇有事故后再根据实际情况遴选顶补ꎮ 云南镇沅府属之威远地区ꎬ 曾为土

官治理的土州ꎬ 雍正二年 (１７２４) 该地改土归流ꎬ 设立流官统治ꎬ 并由尹继善佥给头人刀烈等四人土

把总委牌ꎮ 后因刀烈等四人陆续身故ꎬ 无人顶充而未经详补ꎮ 基于当地治理的实际需要ꎬ 乾隆二十九年

(１７６４) 镇沅府知府李承邺向云贵总督吴达善禀告ꎬ 请求给以最为地方出力ꎬ 又为夷众悦服的头人刀希

锦土千总职衔ꎬ 乡约刀成秀给以土把总职衔ꎬ 责令二人管理猛戛地方ꎬ 令其稽查、 钤束土练ꎬ 并催办钱

粮ꎬ 听候差遣ꎬ 以卫边境ꎮ 吴达善为慎重边防考虑ꎬ 根据李承邺的报告并会同云南巡抚、 提督上奏乾隆

皇帝ꎬ 请求批准ꎮ 吴达善奏称ꎬ “该土职仍听文武官员管辖ꎬ 嗣后该土千把ꎬ 遇有事故ꎬ 如其子孙果能

效力ꎬ 为夷众悦服ꎬ 即以之顶补ꎮ 如系平庸ꎬ 另行拣选充补ꎬ 毋庸题请承袭ꎬ 且只给土千把职衔ꎬ 亦无

须请领部札ꎬ 只应遴选可补之人ꎬ 造册咨部ꎮ 臣即佥给委牌ꎬ 实于边方有益ꎮ”􀃊􀁊􀁛

委牌ꎬ 即牌文ꎬ 是清代下行文书的一种ꎬ 使用于文武衙门非直属上下级官员之间ꎮ 任用文武官吏的

牌文ꎬ 亦称委牌ꎮ “例如ꎬ 各省额外外委千把总ꎬ 照经制原额添设ꎬ 一半于兵丁内拣选拔补ꎮ 如督抚不

于兵丁内选拔ꎬ 滥将营外之人给与千把总委牌者ꎬ 照徇庇例降三级调用ꎮ”􀃊􀁋􀁒 «六部成语注解» 称: “督
抚委员办理事物ꎬ 例给札付ꎬ 而将札文之语写于木牌上ꎬ 悬挂衙署门首ꎬ 俾众共知ꎬ 曰委牌ꎮ”􀃊􀁋􀁓不难发

现ꎬ 清政府委任土弁的做法与任命世袭土司的程序相比ꎬ 确有不同ꎮ 清代土司授职与承袭的关键之处ꎬ
在于印信、 号纸ꎮ 这二者是朝廷颁给土司 “名号” 的凭证ꎬ 是土司 “统摄” 其部属的权力象征ꎬ 故朝

廷和土司对此都极为重视ꎮ 前人的研究大都认为ꎬ 清代土司均 “颁给印信号纸”ꎬ 或 “颁给号纸ꎬ 无印

信”ꎮ 只对某些地位低微的土司ꎬ 如土舍、 寨首一类ꎬ 才有不颁给印信、 号纸者ꎮ􀃊􀁋􀁔如果将土弁归类为土

司ꎬ 则显然不符合这样的情况ꎮ 因此ꎬ 理应注意到土弁与土司存在上述差别ꎮ
时人也常常强调ꎬ 土弁并非领有印信、 号纸的土司ꎮ 乾隆朝中期ꎬ 中缅边境爆发了大规模冲突ꎬ 缅

军入侵云南车里ꎬ 车里宣慰司刁维屏潜逃ꎮ 乾隆三十八年 (１７７３)ꎬ 云贵总督彰宝奏请裁撤车里宣慰司

缺ꎬ 并就是否由前述十二猛土弁中择一人升袭发表看法ꎮ 他认为ꎬ “查十二猛各土职ꎬ 俱非颁给印信、
号纸土司ꎮ 若于此内选择一人升袭ꎬ 未必遽肯受其钤制ꎮ 自应将车里宣慰司ꎬ 即行裁汰ꎬ 改设专营ꎬ 移

驻都司等官ꎬ 带兵镇守ꎬ 兼辖十二土弁ꎬ 于边境夷情ꎬ 更为得要”ꎮ􀃊􀁋􀁕乾隆最终同意了彰宝的奏请ꎬ 裁撤

车里宣慰司ꎬ 改设专营治理ꎮ 后来因应边境形势的变化ꎬ 又恢复了车里宣慰司ꎬ 此不赘述ꎮ
综上ꎬ 与土司制度承接自明代不同ꎬ 清代土弁在授职、 袭替等程序上借鉴了土司制度的实践ꎬ 但为

了避免形成新的割据势力ꎬ 清廷没有像封授土司一般ꎬ 颁给土弁印信、 号纸ꎬ 而是由地方督抚佥给委牌

进行委任ꎮ 这与清初以来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治理ꎬ 削弱土司的职权与势力的趋势是一致的ꎮ 不过ꎬ 虽然

中央政府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意欲加强对边疆的管控ꎬ 但自地方督抚以下乃至府厅州县流官ꎬ 常常罔顾中

央政府的制度规定ꎬ 虚与委蛇或阳奉阴违ꎬ 从而违例擅设土弁以协助治理边疆ꎮ 这一做法ꎬ 不仅是对边

疆管理体制的破坏ꎬ 也影响了边疆治理的稳定态势ꎮ

四、 土弁承袭章程的订立与调整

通过对档案文献与地方史志的梳理可以发现ꎬ 清代在西南边疆地区的土弁的委任与顶补ꎬ 常常未按

前文所述层层禀告、 奏请后经中央政府批准执行ꎬ 而是在地方层面由该管地方官直接进行委任与遴选顶

补ꎮ 如乾隆初年云南维西、 中甸地区奔子栏土千总的委任、 顶替ꎬ 便是由所管维西营以及维西厅直接操

办ꎮ 乾隆七年 (１７４２)ꎬ 云南维西中甸地方控制汉土官兵都督府 (即维西营)ꎬ 委任了拉头人吉祥之子

三家七里为土千总ꎮ 其委牌内容记载:
　 　 署都督佥事管云南维西中甸等处地方控制汉土官兵都督府加一级记录一次张为委任事ꎮ 照得奔

子栏地方紧要ꎬ 前经详请ꎬ 了拉头人吉祥ꎬ 给以土千总职衔ꎬ 弹压约束管理地方事务ꎮ 今该土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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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正月内ꎬ 染疾病故ꎬ 据其子三家七里承缴劄委ꎬ 并恳承替前来ꎬ 除行取夷众悦服甘结ꎬ 会同加

结ꎬ 详请顶替外ꎬ 合先暂行委任ꎮ 为此牌ꎮ 仰该目遵照ꎬ 即以土千总之职ꎬ 协同策旺那几管理奔子

栏地方事务ꎮ 须约束夷众ꎬ 和衷办理ꎬ 矢公矢慎ꎬ 惟勤惟谨ꎬ 毋得怠忽ꎬ 有负斯委ꎬ 凛之慎之ꎮ 须

牌 右牌为了拉土千总三家七里准此

乾隆七年二月廿八日􀃊􀁋􀁖

维西、 中甸地方ꎬ 为云南西北门户ꎮ 唐吐蕃铁桥节度使地ꎬ 元为丽江路地ꎬ 明为丽江府地ꎬ 清朝因

之ꎮ 吴三桂叛乱时ꎬ 以其地与达赖喇嘛ꎮ 雍正五年属鹤庆府ꎬ 次年移通判驻防其地ꎮ 乾隆二十一年

(１７５６) 属丽江府ꎬ 为维西厅ꎮ􀃊􀁋􀁗奔子栏ꎬ 地处云南金沙江西岸ꎬ 区位独特ꎬ 自古为重要的交通要道ꎬ 其

所在渡口亦为滇藏茶马古道上有名的古渡口ꎬ 也是由滇西北进入西藏或四川的咽喉之地ꎮ􀃊􀁋􀁘根据牌文内

容ꎬ 三家七里之父吉祥此前被授以土千总职衔ꎬ 病故后ꎬ 按程序需由其子三家七里提出申请ꎬ 经该管的

维西营取具夷众悦服甘结后ꎬ 再由维西营的上级官僚机构审核并加具印结ꎬ 报知主管部门审批俞允后ꎬ
对三家七里进行委任ꎮ 但是ꎬ 维西营参将张有义􀃊􀁋􀁙显然没有等所有的程序走完ꎬ 即先颁给三家七里承替

奔子栏土千总之职的委牌ꎬ 作为土千总三家七里管理奔子栏夷众的证明ꎮ
这样的一套土弁顶补、 委任程序亦与土司的承袭程序有所不同ꎬ 即因土弁是顶补而毋庸承袭ꎬ 故不

涉及土弁的世系、 宗族图册等文书ꎮ 清代加强对土司的管理ꎬ 特别强调土司承袭过程中册结的运用ꎮ 所

谓册ꎬ 即记载土司世系、 土司死亡原因、 应袭人状况的各种文书ꎻ 所谓结ꎬ 即对前者的证明性文书ꎮ 凡

土司承袭ꎬ 首先要提交亲供ꎬ 调取宗族图册ꎬ 然后邻里担保ꎬ 地方政府逐级审核批准ꎬ 最终由督抚上报

朝廷批准ꎬ 完成整套承袭手续ꎮ 这样的一套做法ꎬ 在保证土司世袭的同时ꎬ 避免了明朝那样因土司子弟

争袭而引发的内乱ꎮ 但同时要注意到ꎬ 土司地处边陲ꎬ 由于制度规定ꎬ 朝廷命官的流动性相当大ꎬ 督抚

的调动ꎬ 各级政府中经办土司承袭事务官员的调动ꎬ 都会影响到土司承袭过程ꎬ 进而直接影响土司地区

的稳定ꎮ􀃊􀁋􀁚基于此ꎬ 维西营参将直接任命三家七里为土弁ꎬ 其出发点就不难理解ꎬ 但也不免令人产生这

一土弁的顶补、 委任乃维西营擅自委任的印象ꎮ
实际上ꎬ 土弁的顶补也常常仅在地方官府的层面就完成了相关的程序ꎮ 乾隆二十一年ꎬ 奔子栏土千

总三家七里称因染痰症ꎬ 日久未愈ꎬ 于地方紧急事务难以办理ꎬ 必须一强壮之人协理ꎬ 方可胜任ꎮ 他禀

称: “今土弁之子吉自得ꎬ 年已强壮ꎬ 事亦稍习ꎬ 禀请送府看验ꎬ 伏乞天恩超拔ꎬ 赏给委牌代办ꎬ 庶不

致误公ꎬ 实为恩便”ꎮ 维西厅通判据此查核并当堂看验ꎬ 认为三家七里之子吉自得年力强壮ꎬ 人亦明

白ꎬ 堪充代办ꎬ 同意给予吉自得代办土弁事务之委牌ꎮ􀃊􀁋􀁛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 的编纂

者据 «大清会典事例» 卷 ５８９ 记载: “康熙十一年题准ꎬ 土官子弟ꎬ 年至十五ꎬ 方准承袭ꎮ 未满十五岁

者ꎬ 督抚报部ꎬ 将土官印信事务ꎬ 令本族土舍护理ꎻ 俟承袭之人ꎬ 年满十五ꎬ 督抚题请承袭”ꎬ 称此委

牌提供了清朝土官承袭的一个特殊程序ꎬ 即土弁并未亡故ꎬ 只是久病未愈ꎬ 影响处理地方紧急要务ꎬ 因

此土千总推荐其子至抚夷府当堂看验ꎬ 符合规定后才发给代办事务委牌ꎮ 综合笔者前文的分析来看ꎬ 该

丛书编纂者的这一解读显然是误判了ꎮ 事实上ꎬ 除前文所述部分土弁的设立经朝廷批准后方可世袭外ꎬ
像奔子栏土千总之类的绝大部分土弁ꎬ 其设立之初即已声明 “毋庸题请袭替”ꎮ 因此ꎬ 土弁遇有事故

后ꎬ 由地方官慎选委充给予委照的这套程序ꎬ 本身便不能以世袭土司授职、 袭替的规定加以套用ꎮ
但是ꎬ 在具体的运作实践中ꎬ 像上文中直接由该管地方官进行委任、 遴选顶补的案例比比皆是ꎮ 更有

甚者ꎬ 地方官府置朝廷规定土弁遇事故毋庸题请袭替的条例于不顾ꎬ 从地方层面立法ꎬ 使得土弁子孙得以

承袭土职ꎮ 例如清代贵州 “新疆六厅” (包含古州厅、 清江厅、 台拱厅、 都江厅、 丹江厅、 八寨厅) 土弁

的设立及其运作实践ꎬ 便是如此ꎮ 雍乾之际在新辟苗疆出现的土弁ꎬ 最初乃随清军开辟苗疆充当翻译、 向

导的通事ꎮ 这一群体的身份经由通事向土弁转变ꎬ 绝大多数未经中央政府批准而由贵州地方当局擅自设

立ꎮ 至乾隆二十年 (１７５５) 间ꎬ 贵州地方当局并进行地方立法改革ꎬ 将当地的土弁虚衔转变为实职ꎮ 此

后ꎬ 这一地方立法虽被叫停ꎬ 但最终没有能够完全制止新辟苗疆地方流官擅给通事以土千总、 土把总等职

衔并准其世袭的做法ꎮ 笔者曾就这一情况撰文详细分析ꎬ 此不赘述ꎮ􀃊􀁌􀁒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在较长一段时间

内ꎬ 清廷从中央到地方对于土弁的委任、 承袭、 顶补一直没有做出详细的制度规范ꎬ 而是因地、 因时而异

地对待土弁的委任与袭替ꎮ 直到乾隆朝后期ꎬ 才自下而上地经由云贵总督李侍尧、 福康安的推动ꎬ 制定出

土弁承袭章程ꎬ 并裁汰了那些未经中央政府批准而由地方流官擅自设立的土弁ꎮ
乾隆四十三年 (１７７８)ꎬ 云贵总督李侍尧奏请订立康熙、 雍正、 乾隆年间于云南沿边续增的土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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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土千总、 土把总、 土舍、 土目等土职的承袭章程ꎮ 他指出ꎬ 这些土职 “多系康熙、 雍正、 乾隆年

间ꎬ 因边夷不法ꎬ 伊等父祖随师进剿ꎬ 著有微劳ꎮ 奏明ꎬ 赏给职衔ꎬ 藉以约束土夷ꎮ 亦间有未及具奏ꎬ
由督抚赏给后ꎬ 始行咨部ꎮ 均系在外酌予便委ꎬ 不给印信、 号纸ꎮ 因各有管束土民、 巡守边隘之责ꎬ 亦

准其子弟承袭ꎮ 如子弟不能顶充ꎬ 即以土夷悦服之人ꎬ 另为选补ꎮ 向来只于袭职时ꎬ 由总督衙门咨部存

核ꎬ 其各该土职病故、 革退ꎬ 并不先行咨部ꎬ 以致外间得以托故耽延ꎬ 多年悬待ꎮ 非藉口子弟未合年

例ꎬ 徐择抚孤ꎬ 即指称后嗣懦怯无能ꎬ 尚须试看ꎬ 多由该管地方官以邻境土职详请兼委ꎬ 司其操纵ꎮ 其

间ꎬ 营私市惠、 吏役欺蒙ꎬ 均所不免ꎮ”􀃊􀁌􀁓从用安边徼考虑ꎬ 李侍尧提出ꎬ 此后包括土弁在内的土职凡事

故、 承袭当以专案咨部ꎬ 划一核办ꎬ 而不容外省迟速任意ꎬ 不行咨部稽查ꎮ 因此ꎬ 除严申旧设土职的承

袭程序外ꎬ 李侍尧奏请订立土弁、 土舍、 土目等土职的承袭章程如下:
　 　 嗣后ꎬ 应请凡遇土职病故、 革退ꎬ 先将缘事日期ꎬ 咨部存案ꎬ 照例扣限六个月ꎬ 勒令地方官于

该土职子弟内ꎬ 选取安静能事ꎬ 足资检束夷众之人ꎬ 造具宗图、 册结ꎬ 由本管道、 府核实ꎬ 送司ꎬ
详院ꎮ 除应颁换号纸者ꎬ 仍照旧具题外ꎬ 如系便委备弁、 目、 舍ꎬ 专案咨部ꎬ 俟部复到日ꎬ 由督臣

发给委牌ꎬ 以重考核ꎮ 倘逾限不办ꎬ 将承办地方官及专管之道、 府ꎬ 令藩司随案开送ꎬ 听部处分ꎮ
再有ꎬ 似此累年不结ꎬ 另行从重揭参ꎬ 用昭惩创ꎮ 如此ꎬ 则起限日期ꎬ 先行咨部ꎬ 内外均有稽考ꎬ
而微末土员ꎬ 循名责实ꎬ 亦似可裨益边隅ꎮ􀃊􀁌􀁔

这份章程要求自此之后土弁、 土目、 土舍等的委派、 更换ꎬ 亦需造具宗图、 册结等上报ꎮ 因土弁的

承袭不涉及号纸的更换ꎬ 因此是以 “专案” 的形式处理ꎬ 要求报至中央存案ꎬ 经批准后再由地方督抚

发给委牌进行委任ꎬ 从而杜绝督抚擅专之权ꎮ 李侍尧更注意到云贵各地ꎬ 有未著有劳绩而因督抚的喜

好ꎬ 未经咨部而给予委牌委任的土弁、 土舍、 土目等土职ꎮ 他提出ꎬ 应永远革除这些督抚的便委ꎬ 以杜

外省擅专之渐ꎮ 当然ꎬ 李侍尧也为此前经办的地方官开脱ꎬ 指出系 “实因未经定有章程” 才导致他们

没有积极地办理土职的承袭事宜ꎬ 情有可原ꎬ 请求皇帝免除对经办官员的责罚ꎮ
贵州的土职委任存在与云南相同的地方擅专情形ꎮ 李侍尧指出: “至黔省土职ꎬ 其在外给委之土千

把总以及土舍等项ꎬ 共有九十九员ꎬ 为数甚多ꎬ 俱准令子弟承袭ꎮ 其间ꎬ 或由巡抚给委ꎬ 或由巡抚批令

藩司及该管地方官给委ꎬ 不独并未报部ꎬ 即督臣亦向不过问ꎬ 似于边疆体制未协ꎮ” 因此ꎬ 他奏请黔省

在外给委的土职嗣后 “应请亦归总督衙门考核ꎬ 与滇省划一办理”ꎮ􀃊􀁌􀁕乾隆帝对于此奏折并未明确表达意

见ꎬ 只批 “该部议奏”ꎮ 随后ꎬ 经部复准ꎬ 予以施行ꎮ􀃊􀁌􀁖但随着李侍尧去职ꎬ 清厘黔省土职事宜迁延日

久ꎬ 直至接任云贵总督福康安任内才开始进行ꎮ
乾隆四十六年 (１７８１) 八月ꎬ 福康安奏报称ꎬ 贵州全省外委土职共有 ３０４ 名ꎬ 而其中报部存案的

土千总、 土把总、 土舍只有 １６ 名ꎬ 地方官自行委办者多达 ２０５ 名ꎬ 其余则为经贵州巡抚核准委任者ꎮ
真实的情况远比此前李侍尧奏报中提到的糟糕ꎬ 无怪乎福康安感叹: “伏思苗疆设立土官ꎬ 原以巡查、
弹压ꎬ 绥辑边防ꎬ 由来已久ꎮ 但名器攸关ꎬ 不容稍有冒滥ꎮ 今土职名数ꎬ 多至三百有奇ꎬ 其中报部者ꎬ
十不及一ꎬ 实属不成政体ꎮ 若不详考根源ꎬ 逐加厘汰ꎬ 何以黜深冗而杜擅专!”􀃊􀁌􀁗对这些有违边疆体制的

土职进行清厘势在必行ꎮ 最终形成以下处理意见ꎮ 其一ꎬ 对报部存案的土千总、 土把总、 土舍等 １６ 名

土职ꎬ 仍循其旧ꎬ 予以保留ꎮ 其二ꎬ 地方官滥设给委的亭目、 通事、 土头等乡保之类者 ２０５ 缺ꎬ 与报部

土司迥异ꎬ 本无顶戴ꎬ 岂得混沿土司名目ꎬ 应令概行革除ꎬ 撤销原给委牌ꎬ 嗣后只能佥为头人ꎬ 充办苗

寨公务ꎻ 并告诫地方官嗣后不得再私相滥委ꎬ 违者严参ꎮ 其三ꎬ 对李侍尧查出不报部的 ９９ 名土职ꎬ 其

中父祖并未著有劳绩者 １８ 名予以永远革除ꎬ 余 ８１ 名经查其父祖俱经出力且于苗疆有益ꎬ 则均请仍留原

缺ꎮ 同时ꎬ 将保留的土职姓名及设立根源ꎬ 造册咨部ꎬ 加强日后办理承袭手续和考核的管理: 遇有事故

顶袭ꎬ 悉照滇省之例ꎬ 扣限详咨ꎬ 俟部复至日ꎬ 由督臣发给委牌ꎬ 以重考核ꎮ 嗣后倘有逾限ꎬ 一体查

参、 议处ꎮ􀃊􀁌􀁘显然ꎬ 上述的第三种情形ꎬ 实际上是对未经报部而由地方官擅设的土职ꎬ 在中央政府层面

加以认定ꎬ 从而确认相关土职身份来源的合法性ꎮ
这是清廷对清初以来在西南地区土司之外ꎬ 包括土弁在内的土职擅授的一次总体整顿ꎮ 后续的地方

史志ꎬ 保留了对这一时期清廷清厘、 裁汰相关土职的记载ꎮ 如道光 «永宁州志» 记载州属打罕哨土舍

王氏的承袭情况时写到: “乾隆四十年清厘土职案内ꎬ 奏准应留土缺ꎬ 饬令王胜恒承袭ꎬ 领有云贵总督

委牌”ꎮ􀃊􀁌􀁙其中对于清厘土职发生时间的叙述有误ꎬ 明显比前述李侍尧和福康安的任职时间ꎬ 以及奏请清

厘、 裁汰土职的时间都要早ꎮ 民国 «贵州通志» 叙述打罕哨土舍王氏的承袭时便做了修正ꎬ 指出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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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系于乾隆四十六年清厘土职时保留ꎮ􀃊􀁌􀁚

乾隆朝后期云贵两省的清厘土职实践与章程订立ꎬ 也体现了清廷对西南边疆加强管控的趋势ꎮ 乾隆

四十八年 (１７８３) 云南巡抚刘秉恬上奏ꎬ 请求变更土司袭职旧制ꎮ 刘秉恬在奏折中指出ꎬ 贵州省存在

土司名实不符的情形ꎬ 应作变更ꎮ 其言称: “乃有一种土司ꎬ 并未管理地方村寨ꎬ 不过催征钱粮、 勾摄

公事ꎬ 与乡约、 头人无异ꎮ 而世袭土职ꎬ 则系通判、 县丞、 主簿、 巡检等衔ꎬ 俨与流官相垺ꎬ 名器攸

关ꎬ 岂容虚授􀆺􀆺伏思此等实去名存之土司ꎬ 沿袭已久ꎮ 当日之不尽归裁革者ꎬ 或自有因ꎮ 若竟任其仍

袭旧职ꎬ 又觉滥觞ꎮ 臣愚ꎬ 应请将黔省土司向无地方村寨管辖者ꎬ 世袭文职ꎬ 如土通判改授六品土官ꎬ
土县丞改授八品土官ꎬ 主簿、 巡检等衔各按品改授ꎮ 其世袭武职ꎬ 如正长官司改授六品武土官ꎬ 副长官

司改授七品武土官ꎬ 视其原职之大小ꎬ 俟遇袭替之时ꎬ 于号纸内填写几品土官ꎬ 不必仍书通判、 县丞、
长官司等字样ꎮ 内有原给号纸而兼有印信者ꎬ 将印信追销ꎬ 只准换给号纸ꎮ 如此酌汰其衔ꎬ 而仅予其

品ꎬ 庶与管理地方之土司有所区别ꎬ 而于职制ꎬ 亦可免冗滥矣ꎮ 臣缘在黔查办土司控案ꎬ 谨抒管见ꎮ 其

余边省有土司之处ꎬ 似此虚授职衔者ꎬ 想亦不免ꎮ 应请勅下部臣定议ꎬ 通行有土司省分ꎬ 划一办理ꎮ”􀃊􀁌􀁛

乾隆帝朱批令军机处、 吏部等商议后奏闻ꎮ
乾隆五十年 (１７８５) 三月ꎬ 刘秉恬署理云贵总督ꎬ 查明云南土司有似贵州省虚授职衔者而应更改

袭职制度的情形向吏部行文请示ꎮ􀃊􀁍􀁒吏部等部议准称: “查滇省额设文武土司一百五十六员ꎮ 内有􀆺􀆺元

江州在城土千总二员ꎬ 又该州永丰等土把总ꎬ 又永丰里土千总、 儒林里土千总ꎬ 永善县桧溪土千户共二

十二员ꎬ 伊祖先得授土职世袭ꎬ 并无管理地方ꎬ 应将各土司按品改授顶带荣身ꎮ 内惟开化土经历、 桧溪

土千户二员ꎬ 给有印信ꎬ 应咨销ꎬ 换给号纸ꎮ 其二十员ꎬ 俱换给几品土官号纸ꎮ 又临安府纳更司土巡检

境内土把总ꎬ 当时擒获土贼ꎬ 总兵给以便委者ꎬ 无庸袭替ꎮ 此外一百三十三员ꎬ 均有管理地方之责ꎬ 请

仍其旧ꎮ”􀃊􀁍􀁓至此ꎬ 形成将各省土官向无地方村寨管辖者按原袭文职改授几品土官的做法ꎬ 并写入后续的

会典事例中ꎬ 成为定例ꎮ􀃊􀁍􀁔

综上可见ꎬ 从清初以来零星的土弁职衔赏授ꎬ 到乾隆朝时地方流官罔顾中央政府有关规定而违例擅

自委任土弁ꎬ 再到乾隆后期土弁承袭章程的订立、 明晰与裁撤地方流官擅委之土弁ꎬ 清代的土弁制度的

形成与确立ꎬ 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ꎮ 而尤须明确的一点是ꎬ 清政府基本上只赋予土弁群体对于边

疆基层社会的治安管理职能并据此进行考成ꎬ 以规避土弁如土司般 “世有其土、 世掌其民” 而形成独

立于地方流官之外的割据势力ꎮ

五、 结论

要言之ꎬ 清初以来土弁的设置与土弁制度的形成、 确立ꎬ 是在改土归流的时代背景下ꎬ 清政府在土

司制度之外基于边疆治理的实际需要而新设计并实践的一套边疆管理制度ꎮ 清厘土职、 明确土弁承袭章

程后ꎬ 清政府将逐渐成熟的土弁制度应用到其他新开辟的苗疆地区的治理体系中ꎮ 如乾嘉苗民起义后清

政府在湖南苗疆设立的苗弁制度ꎬ 实际上便是土弁制度的延续与拓展ꎮ 按照制度设计ꎬ 湖南苗疆的苗弁

选拔ꎬ 应于各降苗内节经随同官兵打仗出力蒙恩赏给翎顶之人中ꎬ 择其明白事、 众所推服者ꎬ 照各省土

司之例ꎬ 每一营分酌设一二人为土守备ꎬ 土守备之下酌设土千总、 把总、 外委等ꎬ 俾令管束苗民ꎮ 其额

数之多寡ꎬ 以所管之寨落多寡为定ꎬ 仍由督抚衙门给札点充ꎮ 嗣后凡有苗民格斗窃盗等事ꎬ 均着落此种

土官缉拿办理ꎮ 该土弁等并归文武地方官约束ꎮ 最终在湘西的凤凰厅、 乾州厅、 永绥厅、 古丈坪厅、 保

靖县共设置了 ４８６ 名土弁ꎮ 苗弁选拔程序较为严格ꎬ 所有苗弁均由厅县考核提拔ꎬ 送道查验ꎬ 督抚衙门

给札点充ꎮ 清廷并酌给新设的苗弁饷银ꎬ 按苗守备一名年给十六两ꎬ 苗千总一名年给银十二两ꎬ 苗把总

一名年给银八两ꎬ 苗外委一名年给银六两ꎬ 应给银均从湖南布政使司银库地丁银项中开支ꎮ􀃊􀁍􀁕由此ꎬ 进

一步明确了苗弁的饷银数额与开支章程ꎮ
从四川、 云南、 贵州的土弁设置乃至湘西苗疆的苗弁设置可以看出ꎬ 清政府的目的是因地制宜地为

当地少数民族头目设置土职官缺ꎬ 并归由地方长官任命ꎬ 只是任职期限与流官不同ꎬ 除特殊情况 (如
有过失或年老有疾) 外ꎬ 一般是终身制ꎮ 制度上ꎬ 湘西苗疆的苗弁遇有事故出缺ꎬ 所遗官缺ꎬ 仍照规

定由厅县考核提拔ꎬ 再送道验收拔补ꎬ 而非由苗弁的子孙世袭顶充ꎮ 再者ꎬ 清廷于乾嘉时期在贵州苗疆

等处设立土弁之初ꎬ 便从制度上规定ꎬ 遇有土弁缺出ꎬ 若无苗众悦服之人充补ꎬ 即将该缺裁汰ꎮ 如贵州

铜仁、 松桃、 思南等府厅及兴义、 安顺、 贵阳、 大定等府先后添设的苗弁、 土弁ꎬ 同样有稽查苗寨、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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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苗众之责ꎬ 按年从地方官府支领工食银两ꎬ 自土守备以下每名每年支领工食银自十两至六两、 五两、
四两不等ꎮ 自嘉庆九年 (１８０４) 因事故出缺停支工食ꎬ 查无充补合例之人ꎬ 节次奏准裁汰ꎮ 兴义府属

等原设土弁 ２６６ 名ꎬ 至道光七年 (１８２７) 时存 １３７ 名ꎬ 此后亦根据实际情况继续进行裁汰ꎮ􀃊􀁍􀁖这说明ꎬ
清廷不仅基于苗疆管理的实际需要设立土弁ꎬ 又从此前的实践中吸取教训ꎬ 从而在制度的规范上完善、
加强对土弁的管理ꎮ

正如杨庭硕先生等强调的ꎬ 中央王朝在土司制度的执行过程中制定了一整套的规范ꎬ 并非毫无章法

地任由土司目无法纪、 胡作非为ꎬ 而是对违法、 犯罪土司进行严惩ꎬ 严重者直接将土司地区 “改土归

流”ꎮ 将土司制度理解成独立王国ꎬ 毫无法纪地对所辖部民施暴ꎬ 显然是对西南历史的误读ꎮ 而近代以

来西方列强的殖民活动ꎬ 驱除原住民ꎬ 实施文化和种族置换ꎬ 与土司制度尊重当地各族居民的传统习

惯ꎬ 尊重原住民的传统文化ꎬ 具有本质的区别ꎮ􀃊􀁍􀁗中国学人不仅要明晰这一区别ꎬ 更要加强对清代构建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促进西南边疆地区与内地一体化思想的感悟ꎬ 以及对这一构建所展现的西南边疆融

入大一统中国的机制与历史过程的体认ꎮ􀃊􀁍􀁘

① 彭文斌: «近年来西方对中国边疆与西南土司的研究»ꎬ «青海民族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ꎮ
② 􀃊􀁍􀁗 杨庭硕、 杨曾辉: «论中国土司制度与西方殖民活动的区别»ꎬ «贵州民族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ꎮ
③ 罗中、 罗维庆指出ꎬ 土司制度研究中一些基本概念的共识缺失ꎬ 导致了土司研究的泛化ꎬ 表现之一ꎬ 是相关研究没有

注意到土司制度与扎萨克制度、 羁縻卫所制度、 僧官制度、 土屯制度有根本性的区别ꎬ 而将其归纳为同一种制度ꎮ
参见罗中、 罗维庆: «共识缺失: 土司研究泛化的成因»ꎬ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ꎮ

④ 马大正: «深化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几个问题»ꎬ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ꎮ
⑤ 贾霄锋: «二十多年来土司制度研究综述»ꎬ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ꎻ 蓝武: «广西土司制度研究的回顾

与前瞻»ꎬ «广西民族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ꎻ 成臻铭: «五十四年来明代土司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ꎬ «广西民族师

范学院学报»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ꎬ «１９６０—１９９９ 年土司研究理论与方法演进轨迹»ꎬ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ꎻ 李良品: «中国土司研究百年学术史回顾»ꎬ «贵州民族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ꎻ 等等ꎮ
⑥ 凌纯声: «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ꎬ «边政公论» １９４３ 年第 ２ 卷第 １１、 １２ 期ꎬ 第 ３ 卷第 １、 ２ 期ꎬ 收入氏著 «中国边疆

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ꎬ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ꎬ １９７９ 年ꎬ 第 １２７ 页ꎮ
⑦ 李世愉: «土司制度基本概念辨析»ꎬ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ꎮ
⑧ 􀃊􀁋􀁔 吴永章: «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ꎬ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ꎬ １９８８ 年ꎬ 第 ２１５ － ２１７、 ２１６ 页ꎮ
⑨ 􀃊􀁉􀁗 􀃊􀁊􀁚 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１１１ － １１２、１１７ꎬ１４４ － １５１ꎬ１８６ － １８７ 页ꎮ
⑩ 卢树鑫:«再造“土司”:清代贵州“新疆六厅”的土弁与苗疆治理»ꎬ«近代史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ꎻ«论清代的土弁恩赏与

惩处»ꎬ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２０２０ 年第 ２ 辑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２０ 年ꎮ
􀃊􀁉􀁓 成臻铭: «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５３２—５３３ 页ꎮ
􀃊􀁉􀁔 参见鲁西奇: «内地的边缘: 传统中国内部的 “化外之区”»ꎬ «学术月刊» 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ꎮ
􀃊􀁉􀁕 参见席会东: «明清地图中的 “苗疆” 与 “生苗”»ꎬ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ꎮ
􀃊􀁉􀁖 李世愉: «清政府对云南的管理与控制»ꎬ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２０００ 年第 ４ 期ꎻ 李世愉: «清前期治边思想的新变

化»ꎬ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ꎮ
􀃊􀁉􀁘 杨庭硕、 李银艳: « “土流并治”: 土司制度推行中的常态»ꎬ «贵州民族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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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职官一览表»ꎬ 中国近现代史料学学会贵阳市会员联络处ꎬ ２００２ 年ꎬ 第 １４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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